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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D 技术在大气颗粒物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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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9) 

摘  要: 矿物沙尘气溶胶作为大气气溶胶的重要组成, 全球年排放量高达约 2000 Tg, 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

和北美等地沙漠区域。以往研究表明, 不同源区的沙尘矿物组分往往存在一定差异, 表现为不同源区形成的

矿物气溶胶在大气中的理化性质存在差异, 如吸湿性、光学性质以及云凝结核活性等, 导致沙尘在传输、降

尘的过程中对环境、气候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不同的重要影响。此外, 不同的矿物沙尘颗粒, 会引起

各种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皮肤病等, 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危害。现阶段对于大气颗粒物矿物组成主要的检测手

段包括 X 射线衍射(XRD)光谱、傅里叶红外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等。其中 XRD 技术能

够高效、准确、快速和无损害地完成对样品的物相鉴定, 是现阶段检测矿物相的主要技术手段, 伴随其分析

方法及软件的不断改进, 检测结果更加精准。本次工作综述了 XRD 应用于大气颗粒物研究的具体分析方法

以及在亚洲、北非等地沙尘颗粒的研究进展, 同时汇总了各种物相鉴定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旨在为大气颗

粒物的矿物组成识别手段建立一定的选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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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jor constituents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mineral dust particles are mainly emitted from deserts in 

Africa, Asia, and North America with an annual flux of 2000 Tg/y. To our knowledge, the compositions of mineral 

dust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end to differ,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mineral dust, 

such as its hygroscopicity, radiation forcing, and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activity. Consequently, mineral dust 

shows divers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climate, and biogeochemical cycle in the process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 In addition, mineral dust can harm human health by causing respiratory and skin 

disease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in the atmosphere. Presently, 

the main detection methods for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include X-ray diffraction (XRD) spectroscop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mong these methods, XRD is the main technology used for detecting the mineral phase because it can achieve 

the phase identification of samples quickly, efficiently, accurately, and without any pollution. XRD resul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curat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methods and softwar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specific analytical methods of XRD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o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ineral dust particl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and also summarizes various phas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including existing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basis for 

identifying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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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气颗粒物是大气悬浮体系中存在的各种固态

和液态的颗粒状物质总称, 依据来源划分为自然源

和人为源[1–2]。常见的沙尘颗粒、土壤扬尘、植物花

粉以及海洋飞沫等属于自然源; 工厂排放、建筑废

弃物以及生物质燃烧等则属于人为源[2]。大气颗粒

物粒径范围从几纳米至几十微米, 不同粒径的颗粒

物性质、含量以及在大气中的质量占比存在显著不

同。通常根据粒径大小将大气颗粒物划分为总悬浮

颗粒物(TSP)、飘尘、降尘、PM10、PM2.5 和 PM1
[2]。

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成分一般包括硫酸盐、硝酸盐、

铵盐、氯盐、黑碳、有机碳、矿物颗粒、含金属颗

粒和水等物质 [3], 其中矿物颗粒是大气气溶胶重要

组分之一, 年排放量占全球第二, 大气含量占全球

第一[4]。据统计, 全球每年进入大气的矿物沙尘气溶

胶达 1000~3000 Tg, 占对流层气溶胶总量的一半[5], 

其中自然源占约 75%, 人为源占 25%[6]。从全球范围

来看 , 矿物沙尘颗粒物主要来自于非洲撒哈拉沙

漠、亚洲沙漠和美国西南部沙漠等地[7]。 

矿物沙尘颗粒作为沙尘暴和雾霾等恶劣天气中

大气颗粒物的主要组成 , 大部分来源于沙漠地区 , 

部分由干旱、半干旱地区地壳表层土壤及风化岩层

经风蚀形成[8]。在风力作用下, 矿物沙尘颗粒伴随强

气流进入大气形成矿物气溶胶, 最后通过长距离传

输到达不同地区, 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远洋海域的

深海沉积 [9–10], 为海洋生物等提供陆地表面土壤营

养物质[11–12]。此外, 矿物气溶胶在大气中通过吸收、

散射以及地面辐射, 影响全球辐射平衡 [13–14], 对源

区及广大下游地区的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生态系

统以及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例如, 中国

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Tang et al.[4]汇总了已有

研究中碳酸钙、伊利石、高岭石、蒙脱石和石英等

常见矿物, 以及标准沙尘样品的非均相反应、吸湿

性、云凝结核活性和冰核活性特征等, 表明各种矿

物在大气中的理化性质及光学性质存在显著差异 , 

可对全球辐射平衡造成不同影响。沙尘中常见的矿

物组成主要为石英、长石、方解石、白云石、石膏

以及各种黏土矿物(高岭石、伊利石、蒙脱石和绿泥

石)等, 明确大气颗粒物的物相组成及其赋存状态、

转化形式等, 对于颗粒物的质量监控、来源分析具

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 不同源区的沙尘在矿

物组成及含量上往往存在一定差异, 如伊利石通常

被认为是撒哈拉沙尘的指示矿物, 碳酸盐与长石的

质量比值通常作为探究亚洲沙尘的指示特征, 此类

矿物学特征经常作为源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4]。现有

研究缺乏对各沙尘土壤源区完整的认识, 而实际大

气中的颗粒物通常是各种矿物的混合状态, 很难明

确其具体的组成及形成历程, 这些都成为制约大气

气候系统变化预测准确性的主要因素。因此, 研究

不同矿物颗粒具体的理化参数[15], 对于了解矿质颗

粒物大气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能更好地应用

于各种大气化学模型的修正和改进。X 射线衍射

(X-ray diffraction, XRD)作为一种经典的物相分析手

段, 在实际大气颗粒物研究中存在重要的应用价值。 

1  X 射线衍射与其他矿物分析方法 

XRD分析是一种利用 X射线在晶体中发生的衍

射现象进行物相鉴定的现代晶体学分析方法。将矿

物晶体作为 X 射线衍射的光栅, 通过 X 射线在矿物

中发生特定衍射形成 XRD 谱图, 依据已建立的粉末

衍射数据库, 借助分析软件完成矿物定性及半定量

分析。常见 X 射线衍射仪器包括布鲁克 X 射线衍射

仪、布鲁克 X 射线单晶衍射仪、日本理学 X 射线衍

射仪和欧洲台式 X 射线衍射仪等。常见的分析软件

包括 MDI Jade, Mudmaster 和 Crysfire 等, 一般 X 射

线衍射仪器都配备其自主研发的分析软件。 

1.1  XRD 发展历程 

XRD 技术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该方法逐步成熟并得以应用。吴建鹏等 [16]

和李树棠[17] 系统介绍了 XRD 方法的理论及应用。

随后 XRD 方法逐渐广泛应用于地质样品定性定量

分析[18], 如赵全基[19]和陈浩等[20]将该方法应用到我

国海洋、湖泊沉积物研究中, 利用 XRD 分析沉积物

的衍射图谱了解其矿物组成以及特定矿物晶体结构, 

进而推断物质的来源、运移以及沉积环境等, 为揭

示湖盆环境演化提供了重要依据[21–22]。Langford et 

al. [23]详细汇总了当时 XRD 技术的发展, 并预测了

该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即提升定量分析精度以及

将分析过程转向自动化、智能化。21 世纪 XRD 方法

应用更加广泛, 杨新萍[24]总结了 XRD 的 5 个主要应

用方面, 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宏观应力测定、

晶体粒径测定和晶体点阵参数测定, 重点介绍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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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薄膜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江超华[25]系统介

绍了 XRD 应用的新方法和新理论。针对 XRD 半定

量、定量的分析过程, 黄佶等[26]、沈春玉等[27]和陈

浩等[20]提出不同实验条件下新的测定方法及分析策

略, 随后孙繁凡等[28]、吴乾荣[29]、蒲海波[30]以及王

倩等[31]研究了实验条件、样品制备及分析策略对黏

土矿物定量的影响, 并提出新的分析流程及方法。 

虽然现阶段 XRD 技术在测定粉末矿物组成及

含量方面的应用已十分成熟, 但由于样品质量少、

黏土矿物含量多和膜采样背景影响等因素, 对应用

于大气颗粒物矿物成分表征的分析方法仍需进一步

完善。下面将具体介绍目前 XRD 技术在大气颗粒物

分析中的研究进展, 并根据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

科学需求等, 对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展望。 

1.2  XRD 物相鉴定原理 

XRD定性分析是基于晶体的 X射线衍射图谱将

晶体微观结构三维场景进行傅里叶变换, 每种矿物

特定的晶体结构与其 X 射线衍射图谱之间有着一一

对应的关系[32]。利用矿物作为产生 X 射线衍射的光

栅, 选择合适的波长, 以一定的角度入射到晶体表

面, 当满足布拉格方程时, X 射线便会发生选择性反

射。下式为布拉格方程。 

2 sin d n                (1) 

式中, d 值由晶胞参数所决定, θ是衍射角, λ为

入射波波长, n 为自然数 1、2、3……, 可知晶体的

每一衍射方向都必然和一组间距为 d 的晶面组相联

系 [26], 干涉加强形成矿物指示晶面的特征峰, 通过

寻找特征峰的存在角度并配合物相分析软件, 可进

行物相定性分析。 

XRD定量分析基于晶体的 X射线衍射强度与样

品体积比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33]。X 射线衍射图谱

的晶体衍射线强度实际是相应晶面给出的衍射波功

率, 取决于该晶体的组成、结构以及参与衍射的晶

体数量[26]。假定粉末样品是理想的晶体粉末(每个微

小的晶粒是完整的晶体, 粒度足够细小, 晶粒取向

完全随机), 则某晶体的任一衍射线强度与实际参加

衍射的总体积 V 成正比, 简化公式如下。  

 I=cGV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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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是衍射强度, c 是一个包含基本物理常数

和实验条件有关的参数, Q 代表电子电荷, m 代表电

子质量, C 代表光速, I0 代表入射线强度, λ代表入射

波长, R 代表衍射仪圆的扫描半径, G 是其余与样品

结构有关的各参数因子, 2θ代表散射角, ν代表样品

内部受照射的体积, M 代表多重性因子, F 代表结构

因子。考虑样品的吸收性质, 以及制片过程中存在

的择优取向, 其强度表达式如下。 

 
*

1
  i i iI cG x


             (5) 

式中, * 代表该样品的平均质量吸收系数, xi

代表某一物相体积分数, Ii 表示衍射强度。 

由式(5)可知, 衍射强度 Ii并不是 xi的线性函数。

基于粉末样品矿物成分分析, 已有研究建立了几种

定量分析方法, 包括参考比强度法[34]、矿物强度因

子法[35]、外标法[36]、无标样法[37]、Rietveld 结构精

修法[38]以及衍射全谱拟合物相分析法等[39]。在分析

方法不断改进的过程中, XRD 物相鉴定方法逐渐计

算机化、模型化和联合化, 它在环境科学、无机材

料、矿物相变及结晶过程测定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新的领域也体现出广阔的应

用前景。 

1.3  基于膜采样的大气颗粒物 XRD 物相分析 

利用颗粒物采集装置在野外收集的颗粒物样品

通常是各种土壤及有机颗粒物的复杂混合物, 除大

部分结晶质外, 仍存在一些非晶质物质。常规的膜

采样样品质量一般不超过几毫克, 由于这些低质量

样品与常用的大多数分析技术不相容, 这限制了直

接方法(基于结晶特性)对其颗粒矿物组成的精确表

征[8]。利用 XRD 技术进行矿物鉴定, 采样膜的选择、

样品制备、基底选择以及分析方法对其最终鉴定结

果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首先从采样膜的选择来说, 常见的各种纤维滤

膜、聚碳酸酯膜、聚乙烯膜、聚丙烯膜以及特氟龙

膜均广泛应用于颗粒物采样[40]。滤膜的选择一般重

点考虑粒子的捕集效率、特定气流下通过滤膜的压

差以及与所用分析方法的兼容性等, 一般根据研究

目的 , 选择背景低、影响因素小的采样滤膜。

Upadhyay et al. [40]将常见的聚氨酯泡沫塑料膜

(PUF)、聚丙烯膜(PP)、石英纤维(QF)及纤维滤膜(CL)

进行消解分析, 发现 4 种滤膜背景金属元素整体含

量存在 QF > PUF > PP > CL 的关系, 其中 PUF 和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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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个体背景差异大, QF 滤膜底物重现性很好, 背

景稳定, 此外, Upadhyay 还提供了滤膜选择的一些

基本参数。 

从样品的制备方法来看, Caquineau et al. [41]发

明了一种原始的制备方法, 首先将颗粒物从过滤介

质上用超声振荡分离, 再将颗粒物离心浓缩, 通过

管道沉积在瓷砖上, 诱导黏土颗粒定向, 最后在装

有敏感探测器和准直入射光束的 X 射线衍射仪器上

进行扫描形成衍射分析图谱, 该方法大量应用于沙

尘颗粒物的 XRD 分析, 如 Nowak et al. [8]参考该制

备方法对沙尘中常见的高岭石、伊利石、坡缕石以

及实验室合成的沙尘气溶胶样品进行 XRD 物相鉴

定, 其结果与理论值吻合度高, 并验证了该方法在

野外采集样品中应用的可行性。Formenti et al.[42]用

该制备方法, 利用 XRD 测定了非洲西部的沙尘颗粒

物成分组成等, 准确性良好。 

在分析底板的选择上, 依据研究目的及实验条

件, 选择有所不同。Queralt et al.[43]分析了玻璃底板、

银质底板以及硅质底板对于 XRD 物相鉴定的影响, 

发现硅质底板下矿物衍射峰整体强度大于其他支撑

介质 , 能够增强 60%的分析信号 , 是一种适合于

XRD 分析的基底材料, 既能够显著降低背景值, 增

强主要矿物的峰值强度, 也有利于提高 XRD 鉴定结

果的准确性。此外, Hillier[44]用一种空气刷将颗粒物

样品的悬浮液形成喷雾, 通过程序控温进行快速干

燥, 形成球形小颗粒, 以此方法制备的样品表面更

加光滑, 进一步避免择优取向, 从而提高 XRD 鉴定

结果的准确性。 

从分析方法来看, 外标法虽然不需要在样品中

加入参考标相, 但不能用于鉴定含未知物相及非晶

质相样品, 在大多实测样品中一般不予考虑。内标

法、绝热法和增量法等都需要在待测样品中加入参

考标相, 如果样品含有的物相较多、谱线复杂, 加入

参考标相会进一步增加谱线的重叠机会, 这会污染

样品并影响其他化学分析 , 从而增加定量分析难

度。K 值法与内标物质的含量无关, 粉末衍射标准联

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Powder Diffraction 

Standards, JCPDS)建立了参考比强度(RIR)数据库并

不断校正更新 , 其操作简单便捷 , 鉴定结果可信 , 

尤其是膜采样样品含量较少时, 直接将采样膜放置

于载玻片上便可得到基本的物相组成。此外, 衍射

全谱拟合物相分析法中, Rietveld 分析方法现阶段应

用广泛, 其原理是在假设的晶体结构模型与结构参

数的基础上, 结合某种峰形函数来计算多晶体的衍

射谱, 调整其结构参数与峰形参数使得计算得到的

多晶体衍射谱能够与实验谱相符合, 从而获得结构

参数和峰形参数, 该模型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更

新普及, 数据处理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计算过程

逐渐便捷[38]。以上多种分析方法都可根据实际样品

的要求选择, 为了定量准确, 避免滤膜本身背景产

生的影响, 可将滤膜上的物质提取转移进而分析, 此

时不同的基底材料对于 XRD衍射峰的背景影响不同, 

以硅质基底影响最小 [43], 具体可参考 Caquineau et 

al.[41]提出的制备方法。综上, 滤膜与分析底板主要

影响背景衍射峰强度; 样品的制备流程保证了谱图

的质量, 对于定量起着关键的作用; 分析方法往往

受限于样品质量及后续分析。研究者可根据数据要

求选择不同的方法, 以上各个方面对于物相鉴定的

准确性都具有重要影响。 

实际大气颗粒物中除了大部分的结晶质物质 , 

还包括一部分非晶质。非晶质产生的衍射图通常在

一定角度内呈现宽缓的衍射峰, 如常见的鼓包形状, 

常与滤膜产生的衍射峰重合在一起, 很难分离。判

定实际的膜样品中是否含有非晶质, 首先要对空白

的滤膜进行衍射峰形及强度的识别, 再将含颗粒物

的样品滤膜 XRD 谱图衍射峰与空白滤膜衍射峰进

行对比 , 两者的差值即为非晶质物质产生的衍射

峰。范二平等[45]依据结晶相的绝热理论, 进行了非

晶质含量计算的推导, 并将该公式与 Zheng et al.[46]

利用拟合的方法得出的非晶质含量进行验证, 相对

误差低于 2%, 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实际大气颗

粒物中部分黏土矿物 , 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输送 , 

会转化为非晶质物质, 当我们进行定量分析大气颗

粒物时, 必须考虑非晶质颗粒物的含量, 如果只关

注各种矿物颗粒之间的相对含量, 则可以不考虑非

晶质物质的影响。此外, 关于 XRD 技术在实际大气

颗粒物中的应用, Davis[47]提出该技术在定量分析滤

膜采集的实际大气颗粒物的实验方法及理论后 , 

XRD技术在大气颗粒物的物相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Leinen et al.[48]利用该技术测定了北太平洋大气

颗粒物的矿物种类, 数据显示, 颗粒物中的矿物相

包含石英、长石、高岭石和伊利石等矿物, 且以上

矿物在不同粒径颗粒物中含量有所差异。Rodriguez- 

Navarro et al.[49]利用 XRD 技术对伊比利亚半岛沙尘

样品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该沙尘中坡缕石、伊

利石以及碳酸盐矿物含量相对较高, 并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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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沙尘的来源地区。陈天虎等[50]利用 XRD 测定了重

庆市大气颗粒物的物相组成。邵龙义等 [51]分析了

2006 年北京春季沙尘的物相组成, 并利用黏土矿物

比值初步推断了沙尘源区。Shen et al.[52]研究了 2001

年 3~5 月阿克苏、敦煌、镇北台和南昌市 4 个地方

大气颗粒物的矿物组成, XRD 结果表明, 亚洲尘的

主要矿物有伊利石、绿泥石、高岭石、石英、长石、

方解石和白云石, 在一些样品中还发现了石膏、角

闪石和岩盐。 

1.4  其他技术 

除 XRD 技术以外, 针对大气颗粒物中矿物成分

的表征技术还包括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扫描电子显

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透射电子

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能

量色散X射线谱仪(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以及针对含铁矿物的穆斯堡尔谱 [53], 各分析

技术方法见表 1。 

 
表 1  矿物组成分析技术方法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mineral composition analysis techniques  

技术手段 分析内容 优 点 缺 点 

FTIR 分子结构 , 化学

组成 

简单易操作, 无 

污染 

建立的相关方

法少 

SEM 形貌及粒径尺寸 能分析单个颗粒物

的矿物相 , 获取表

面形貌及粒径尺寸 

无法进行定量

分析 

TEM 颗粒物形貌、 

结构 

分辨率高 无法进行定量

分析 

穆斯堡 

尔谱 

含铁矿物相态及

铁原子的价态 

具有极高的鉴定 

精度 

只能用于少数

具有穆斯堡尔

谱核的元素 

XRD 矿物相组成及 

含量 

定量准确、易操作和

无污染 

受样品量及滤

膜基底影响 

 
FTIR 技术是利用光的相干涉原理, 依据不同矿

物结构振动时吸收特定波长的红外光而形成矿物的

吸收谱图, 并根据峰位及强度进行多组分样品的物

相鉴定, 如 Senthil Kumar et al. [54]利用 FTIR 和 XRD

同时测定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大气颗粒物中的矿物成

分 , 两种测量技术结果一致 , 能够互相验证。与

XRD 方法相比, FTIR 技术主要用于分子结构和化学

组成分析, 对于矿物相的鉴定方法研究较少。 

SEM 适用于分析样品表面形貌及粒径大小, 它

能产生清晰的样本图像, 粒径范围从肉眼可见至几

纳米 , 尤其适用于单颗粒物的形成及来源判定。

TEM 则适用于观察和分析颗粒物的形貌、组织和结

构, 其分辨率更高。SEM、TEM 方法都能够给出矿

物结构具体细节的信息, 但无法完成对样品的矿物

定量分析, 如矿物鉴定种类不全以及实际大气颗粒

物反应后, 矿物表面信息复杂多样, 鉴定难度增加, 

并且当实测样品数量较多时, 工作内容增加且复杂。 

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依据穆斯堡尔谱效应 [55], 

即处于激发态的原子核发射出光子回到基态, 被另

一个处于基态同种元素的原子核吸收, 而跃迁到激

发态的现象。减小反冲动能以及产生共振吸收, 可

增强该效应, 通过调整辐射源与吸收体之间的相对

速度使其发生共振吸收, 测定 γ 射线吸收率(或透射

率)与相对速度之间的变化曲线 , 即穆斯堡尔谱图 , 

从而应用到元素微观结构价态分析。该技术主要用

于研究含铁矿物, 对于常见的赤铁矿、磁铁矿及针

铁矿等具有极高的鉴定精度。但只有少数元素核具

有穆斯堡尔谱效应, 大大限制了其在大气颗粒物中

矿物成分的进一步分析应用。 

1.5  小  结 

现阶段 XRD 技术在矿物鉴定领域, 尤其是矿物

相的鉴定已十分成熟, 通过合理选取制样细节、选

择适合的底板及分析方法, 能够快速、无污染的得

到试样矿物组成。此外 XRD 技术测试成本相对较

低、周期短, 可应用于大量样品的分析。从 XRD 物

相鉴定的准确性来说, 定性结果十分准确, 定量目

前大多只能做到半定量, 尤其是膜采样样品, 矿物

经过大气长距离的输送, 以及参与大气化学反应之

后, 其结晶差且含大量黏土矿物 [56], 定量过程相对

困难。一般配合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XRF, X-ray 

Fluorescence)、SEM 以及化学分析的数据, 辅助判别

可能存在的矿物 , 可提高鉴定的准确性。从利用

XRD 示踪沙尘源区方面来说, XRD 物相组成数据具

有直接的说服力, 它利用矿物种类及含量变化对应

于沙尘源区及传输方向的关系, 直接反推沙尘源区, 

这是 XRD 技术相比于其他分析技术的优势所在。 

2  XRD 技术在大气颗粒物矿物成分

分析中的应用 

2.1  源区土壤表层颗粒物的应用 

矿物沙尘颗粒主要由沙漠或干旱、半干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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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表层土壤及风化岩层经风蚀形成 [8], 由强气流

带入大气形成矿物气溶胶, 可通过长距离传输到达

不同地区。矿物沙尘在传输及降尘过程中, 因其本

身矿物组成导致其理化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异, 对源

区及广大下游地区的空气质量、生态环境以及区域

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研究大气中矿物

气溶胶的来源、迁移途径及理化特征, 首先需对土

壤源区有一定的认识。 

土壤表面形成的矿物沙尘颗粒是影响气候的一

个主要因素[57], 按照生成过程可划分为原生矿物、

次生矿物和可溶性矿物(盐类)等。原生矿物来源于母

岩, 常见矿物为石英、长石、辉石、云母和角闪石; 次

生矿物是在成土、风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矿物, 常见

矿物为石膏、方解石及各种黏土矿物。现有文献表

明, 大气颗粒物中黏土矿物含量较多, 因其粒径小、

质量轻以及其他理化性质的特殊性, 可在大气中长

距离传输。通常黏土矿物组合代表土壤所在的生态

气候条件, 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异规律。中国土壤

黏土矿物的分布特点, 新疆、甘肃西部和内蒙古西

部地区以水云母为主, 内蒙古中部、黄土高原北部

和东北西部半干旱草原地区以水云母-蒙脱石为主, 

黄土高原南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大部分半湿润

地区以水云母-蛭石为主, 北亚热带湿润江淮平原地

区以水云母-蛭石-高岭石为主, 江南丘陵、四川盆地

以及云贵高原地区以高岭石-水云母为主, 华南及云

南南部南亚热带、热带湿润区以高岭石为主[58]。由

以上不同地区不同黏土矿物的组合可知, 利用 XRD

技术能够准确测定某地、某次沙尘暴事件中的矿物

组成, 可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颗粒物来源。 

判定沙尘源区与排放粉尘的矿物学特征之间的

直接联系, 是研究矿物沙尘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

该种联系, 才能够对海洋沉积物和冰芯中所含尘埃

的古气候记录做出解释[59], 根据矿物组成确定沙尘

起源, 可提高对过去和现在大气环流的认识[1]。本次

研究结果也可用于测试沙尘排放方案, 再现源区位

置的模型计算[60]。此外, 明确每种矿物特定的化学

组成和光学性质等可以进一步了解颗粒物的理化性

质, 如不同矿物的折射率、吸收率及其在大气中的混

合状态等, 并据此推算其造成的辐射强迫[14,61], 应用

于模型中可进一步提高沙尘辐射影响模拟的精度[13]。 

2.2  XRD 技术在实际沙尘气溶胶研究中的应用 

2.2.1  亚洲地区沙尘气溶胶 

亚洲沙尘主要指源于中亚和东亚地区的沙尘 , 

是全球沙尘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于亚洲地区的沙

尘暴在高空强西北气流作用下, 可到达我国华北广

大地区及东海海域, 也影响到中国南海及邻国日本

和韩国。在特殊天气下, 沙尘可经过长距离传输到

达美国、欧洲地区, 对全球大气系统及气候变化具

有重要影响。 

亚洲沙尘主要来自东部沙漠, 包括中国北部及

西北部沙漠 , 据估计中国沙漠每年向大气排放近

800 Tg 沙尘颗粒, 其中约 30%沙尘颗粒重新沉积在

沙漠中, 20%颗粒通过区域运输, 主要降尘在中国大

陆, 剩下 50%的沙尘会被长距离输送至太平洋甚至

更远的地方[52]。根据以往测定的亚洲沙尘的矿物组

成主要为伊利石、绿泥石、高岭石、石英、长石、

方解石以及白云石[62], 这与多次测定的北京沙尘暴

中亚洲沙尘矿物组成相似[63]。在之前研究中, Zhang 

et al.[64]通过化学分析确定 Al、Fe、Mg 及 Si 等元素

含量, 利用元素比值变化指示亚洲沙尘源区, 但指

示范围较大且精度有限 , 在之后多次研究中证实 , 

利用矿物学特征对气溶胶源区进行识别, 其准确性

大于元素比值,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更为具体的

沙尘源区[58]。Shen et al. [52]以碳酸盐岩和方解石作为

亚洲沙尘源区指示矿物, 利用 XRD 技术分析了来自

阿克苏、敦煌、镇北台和通辽市的沙尘气溶胶样品, 

结果显示, 中国西部源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腾格里

沙漠(以阿克苏、敦煌地区为代表)呈现出碳酸盐岩含

量高、长石含量低的沙尘矿物特征, 东北源区(以通

辽地区为代表)则表现为低碳酸盐岩和高长石成分

的沙尘矿物特征, 这种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我国

西部分布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土壤区域, 由于年

降水量少, 土壤表面易蒸发干涸形成碳酸盐岩, 局

部形成盐碱地。基于此特征, Cao et al.[65]利用碳酸盐

岩作为探究亚洲沙尘传输的示踪矿物, 对 2001 年

3~4 月发生在陕西长武地区的沙尘进行矿物成分测

定以及后向轨迹模型计算, 鉴定出第一次沙尘主要

来源于中国西部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 经过河西走

廊到达长武地区; 后面两次沙尘则来源于内蒙古区

域, 即巴丹吉林沙漠, 经过内蒙古中部戈壁沙漠到

达长武地区[66]。此外, Sun et al. [67]通过对我国近 40

年沙尘事件的分析, 结合季风影响, 推断出我国两

个主要沙尘源区: 中国北方内蒙古戈壁沙漠和中国

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两者源区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 前者引起的沙尘事件频率小, 沙尘由西南向东

运移, 粗粒沙尘主要降尘在我国黄土高原, 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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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影响我国东南部区域、日本、韩国以及太平洋

北部; 后者引起的沙尘事件频率高, 其沙尘颗粒可

进入 5000 m 以上的大气中, 除同样降尘在上述区域

外, 还可经长距离运输至北太平的远洋海域。 

2.2.2  北非地区沙尘气溶胶 

Tanaka et al.[68]基于数值模拟得出结论, 北非是

地球上最大的单一沙尘源区, 其排放的沙尘气溶胶

占全球总沙尘排放量的 58%, 该区域沙尘气溶胶主

要来源于撒哈拉沙漠, 且对全球的沙尘具有重要贡

献[69]。据估计每年有 240 Tg 的沙尘从非洲传输至北

大西洋, 约 140 Tg 沙尘在传输过程中沉降在大西洋, 

成为海洋营养物质及深海沉积物, 约 50 Tg 作为亚

马逊流域的营养物质, 约 50 Tg 到达加勒比区域以

及极少部分返回至非洲及欧洲地区[69]。 

通过对欧洲的沙尘矿物种类及含量的测定发现, 

撒哈拉沙尘特征表现十分明显[70]。常见的方解石和

坡缕石被用作撒哈拉沙漠北部释放的沙尘示踪物[71], 

此外, 黏土矿物比值, 如伊利石与高岭石的比值、伊

利石与绿泥石的比值, 也被作为撒哈拉源区气溶胶

的相关示踪依据[72]。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 北非区

域主要的矿物组成包括石英、伊利石、高岭石、长

石、方解石、石膏和白云石, 以及含铁矿物赤铁矿、

针铁矿等。Caquineau et al.[59]利用相对黏土丰度(伊

利石与高岭石之比, 即 I/K), 结合气象卫星的红外

图像、水平能见度和尘埃气团的后向轨迹, 对收集

的粉尘源区进行定位, 使得每个确定源都与一个伊

利石与高岭石比值相联系。 

2.2.3  其他地区沙尘气溶胶 

北半球沙尘来源于北非、亚洲、阿拉伯半岛

(12%)、西非及印度西北部大陆区域。南半球的源区

有澳大利亚(6%)、南非(3%)和南美洲(2%)[68]。西非

地区矿物组成主要为黏土矿物(伊利石、高岭石和绿

泥石)、石英、长石以及铁钛氧化物[73], 其中氧化钛

的含量可作为区分撒哈拉和萨赫勒两个源区的示踪

物[42]。Dust-Mapped Archived Properties 开放式数据

库中存储了主要来自非洲和全球其他源区的矿物成

分数据, 这对于研究非洲地区的沙尘传输及溯源具

有重要的作用 [42]。非洲南部对全球沙尘贡献很小

(3%), 表现出具有富含铁元素矿物沙尘特征 , 这一

特征使纳米比亚和邻近其他国家的沿海水域生物生

产力极其旺盛, 因而可利用 Fe 对于海洋生物的影响

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特征研究矿物中的生物。中东地

区沙尘存在明显矿物学差异, 如来自阿拉伯半岛沙

尘样品中的方解石、氧化镁以及其他碳酸盐矿物, 相

对于阿联酋和伊拉克北部沙尘样品含量偏高, 且所

有样品中均含有硫酸盐矿物, 主要成分为石膏[74]。 

澳大利亚是南半球最大的沙尘源区 , 根据

1960~1984 年的沙尘天气记录, McTainsh[75]确定了

澳大利亚沙尘暴频率较高的 5 个地区: 澳大利亚中

部地区、昆士兰州中部、小桉树区域、努拉伯平原

和澳大利亚中西部沿海地区。其中频率最高的是澳

大利亚中部。干旱和气候的高变异性导致该地区易

产生大量扬尘, 并输送至周围的海洋区域[76]。此外, 

Bowler[77]首次在澳大利亚地区确定了两种沙尘传输

路径, 即南部东信风形成的东南方向和北部西季风

形成的西北方向, 此传输路径特征由第四纪输入澳

大利亚东部大量的粉尘事件证实。 

2.3  小  结 

矿物学成分是评价沙尘传输和生物地球化学影

响的重要参数, 了解全球几大重要沙尘排放源区矿

物学特征及传输路径, 对于沙尘事件追踪溯源以及

海洋、陆地和生物循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我们主要面临两个难题。第一, 如何将采

集的大气颗粒物膜样品制备成满足 XRD 衍射仪分

析的样片 , 该过程需重点考虑样品质量和滤膜背

景。传统大气颗粒物采集的样品质量通常在几克至

几十毫克之间, 并不能满足 XRD 粉末样品测定的需

要, 因此部分研究者直接测定颗粒物采样膜, 但由

于各种膜材质本身会产生衍射峰, 在鉴定过程中会

掩盖掉部分矿物的峰, 对最后物相鉴定结果产生影

响。现阶段主要解决方法, 一种是通过选择背景值

低的采样膜, 如特氟龙膜、聚碳酸酯膜及各种纤维

滤膜等, 进行背景扣除; 另一种是增加采样时间以

及采用大流量采样器, 将采样膜上的颗粒物进行物

理分离或提取, 然后转移沉降在不同材质的底板上, 

再制成适用于 XRD 分析的样片。这一过程必须满足

有足够质量的颗粒物、合适的底板, 遵循严谨的颗

粒物转移操作流程。第二, 缺乏矿物成分分布的具

体信息, 我们在测定矿物组成的基础上, 必须有一

个相对明确的源区划分依据, 即矿物组合信息和指

示矿物。现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重点沙尘源

区的矿物组合研究 , 缺乏各源区矿物特征系统分

析。此外, 矿物学特征多针对于重要沙尘事件研究

中得出的矿物学结论, 要确定某个区域长期的沙尘

矿物组成矿物学特征, 需要长时间大量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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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汇总归纳, 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划分依据及矿物组

合分布体系。 

3  结  论 

(1) 针对膜采样的大气颗粒物 XRD 物相分析, 

滤膜材料本身仍存在很大背景值, 底物重现性也亟

需提高, 研发适用于 XRD 分析的滤膜具有十分广阔

的应用前景。 

(2) 利用 XRD 技术测定实际沙尘的矿物组分。

目前在完成滤膜选择及样品制备的基础上, 能够完

成对矿物的定性过程, 但对于定量存在一定的困难, 

可达到半定量程度。可利用不断发展的 XRD 技术建

立衍射峰与矿物成分之间更为精确的相关性, 如矿

物形成经历的反应过程与谱峰之间的解译等。建立

合理的定量分析方法与克服大气颗粒物样品质量少

的问题是今后发展方向之一。 

(3) 关于全球沙尘源区具体的矿物分布现有文

献报道较少, 研究大多集中于沙尘暴、雾霾频发等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搜集补充各沙尘或土壤

源区矿物分布情况, 完善各源区矿物组合特征或指

示矿物, 建立系统的划分依据, 将其结果用于测试

沙尘排放方案推断源区位置的模型计算, 对于深入

了解大气颗粒物中矿物颗粒的来源、迁移和降尘等

十分重要。 

(4) 探究沙尘释放源区与排放粉尘的矿物学特

征之间的直接联系。沙尘颗粒物在大气传输过程中

参与的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 与其矿物组成有密

切联系。不同矿物的理化性质存在不同, 在大气传

输过程中会发生一些特定的反应, 生成的二次污染

物与原始的矿物特征组合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的协

同演化关系, 明确各种矿物的光学性质, 如折射率、

吸收率以及其他理化参数, 如吸湿性、云凝结核活

性和冰核活性等, 对于研究气候变化以及部分大气

反应机理能够提供更多依据。此外, 明确沙尘颗粒

物的矿物组成, 对提高沙尘辐射影响模拟的精度也

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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